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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投资、劳动力技能偏好与产业转型升级 

 

内容提要  本文检验了2002到2013年中国各行业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变化与

劳动力匹配的特征差异，通过考察各行业生产方式的变化推断产业转型升级的趋

势和特点。文章发现，中国制造业就业规模不断下降，生产的资本密集度不断提

高，但是从劳动力技能结构来看制造业生产没有向技术密集型转变。2002 到 2007

年服务业创造就业主要得益于市场规模扩大，2013 年这种情况只存在于批发零

售和住宿餐饮业，其他行业不明显。服务业必须进行产业升级才能有效吸纳制造

业分流的就业。人均资本投入加深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摩擦性失业、劳动力

从二产向三产转移、资本对高技能劳动力的替代都是导致平均劳动生产率下降的

潜在因素。推动产业升级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保障就业岗位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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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经济增长的本质是平均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两种

方式。一是现有产业不断创新，单位劳动力生产出附加值更高的产品；二是劳动

力从生产较低附加值产品的部门转移到较高的部门。前一种方式属于产业升级，

后一种方式则属于产业转型。产业升级的典型途径一是劳动力通过学习和培训提

高自身生产率，二是从业人员的结构的主体从低技能劳动力向高技能劳动力调

整，三是相同劳动力被赋予更高的人均资本①。产业转型则可以通过部门就业人

员规模的变化来考察。如果人均资本投入增加时该部门对劳动的需求也有所增

加，可以理解为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产业就业规模也在扩大，这种产业转型

无疑对于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意义；如果人均资本投入增加时该部门的劳动需求减

小，则可以理解为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但它的就业吸纳能力在下降，它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如果该部门释放的劳动力向更高生产率的部门转移，

则这种产业转型必然促进经济的增长；而如果这些劳动力转移到了生产率较低的

部门，这种产业转型将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从行业层面看，中国各行业生产的

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差别很大，人均资本投入的规模存在显著差异，对于高技能和

低技能工人的投入也各有特点。表 1 反映了 2003 年以来各行业资本和劳动投入

的趋势。可以看到，一些行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一些则属于劳动密集型；一些行

业主要是高技能劳动力投入，且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例如卫生和社会工作，

另一些则在不同时点表现出明显变化，例如制造业就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在前

一观测期有所下降、后一观测期则不断上升。此外，从就业占比来看，就业规模

因行业与时期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 

 

 

                                                             
① 资本投入具有边际报酬递减的特点，但是考虑到中国行业人均资本配置相较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

在考察中国问题时我们假设提高人均资本会稳定地使劳动生产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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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分行业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和就业变化 

行业类别 

人均固定

资产投资

（万元） 

年均增速（%） 

城镇就

业占比

（%） 

就业规模 

年均增幅（%） 

从业人

员平均

受教育

年限

（年） 

人均受教育年

限的年均增速

（%） 

 2014 03-08 08-14 2014 03-08 08-14 2014 03-08 08-14 

第一产业 
       

  
农、林、牧、渔业 2.4 6.1 50.2 11.5 15.4 -10.5 8.1 0.5 1.1 

第二产业 
         

采矿业 19.5 24.9 7.8 1.4 1.3 3.5 11.3 0.0 1.9 

制造业 14.7 16.2 17.5 21.3 9.1 3.7 10.9 -0.3 1.4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28.6 34.8 5.4 1.5 -11.7 6.3 12.8 0.9 1.0 

建筑业 1.1 15.1 9.9 6.7 4.6 9.7 10.2 -0.6 1.2 

第三产业 
         

批发和零售业 1.6 12.4 20.1 17.8 7.8 6.7 11.0 0.6 1.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4.1 26.2 11.3 5.7 -2.2 4.6 11.0 -0.3 1.2 

住宿和餐饮业 2.4 42.6 13.3 4.8 2.2 7.4 10.2 0.4 1.0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2.8 16.8 -10.7 2.8 -5.3 22.9 12.8 0.2 -0.5 

金融业 1.1 27.3 14.0 2.4 -5.2 14.4 13.9 0.3 0.4 

房地产业 145.1 7.5 3.9 1.6 9.9 16.4 11.9 -1.3 0.4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7.5 70.5 16.7 2.0 -8.1 14.7 12.6 2.8 0.5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8.8 21.5 19.9 0.9 -5.7 10.3 14.5 0.6 1.0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08.6 33.5 12.8 0.8 -8.1 8.9 11.8 -1.7 1.5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1 66.2 31.8 4.0 -12.4 4.0 10.2 0.5 1.0 

教育 2.9 7.4 10.3 4.4 -2.1 6.3 14.5 0.2 0.3 

卫生和社会工作 2.4 33.1 10.2 3.1 -6.8 11.7 14.1 1.0 1.0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8.9 30.6 13.5 1.3 -7.8 10.6 12.9 -0.9 1.3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3 10.9 3.7 6.0 -2.1 8.3 14.0 0.2 0.6 

合计 9.4 16.9 16.5 100.0 4.1 3.4 11.2 -0.8 2.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以 2002 年为价格基期。 

 

通过要素投入的差别考察行业生产方式变化是分析劳动生产率变化从而检

验产业转型升级趋势的重要途径。在一个行业的生产过程中，资本和不同技能水

平劳动力的投入配置能够反映出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如前所述，可能的形式包括

劳动力的技能水平提高、更高技能劳动力占比增加、人均资本增加等。在一个较

长的考察期中，生产方式变化可能受到多种因素影响。 

一是要素成本变化。2002 至 2006 年，中国贷款利率整体变化不大；2006

到 2008 年，受到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影响，贷款利率显著提高；2008 年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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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后，资金投放规模增大，贷款利率迅速下降，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都有跳跃

式增长。这种利率下降带来投资增长的影响持续了约两年时间，2010 年之后利

率和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逐渐恢复到正常水平。与此相比，中国劳动力价格受

供求关系变化和制度环境改善影响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从总量上来看，劳动力规

模在 2012 年经历了增长到下降的拐点。从构成上来看，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城镇

市场上的低技能劳动力在 2010 年之前连年增加且价格低廉，这种趋势在 2010

年之后不复存在；受到 1998 年高等教育扩招的影响，高技能劳动力数量迅速提

高。此外，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环境显著改善，就业正规化程度逐渐提

高，客观上增加了低技能劳动力的用工成本，并且溢出效应使不同技能水平的劳

动力都受到影响，工资出现不同幅度的上涨（贾朋和张世伟，2013；孙中伟，2017）。

图 1 反映了中国 2002 到 2015 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贷款利率的变动，

排除金融危机的影响，可以看到劳动力成本相较于资本成本迅速升高。 

二是生产技术的进步。要素投入的潜在选择可能与所在行业的生产技术有很

强的相关性，当一个行业的生产中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具有较高的技术可实现性，

则该行业能够相对自如地应对要素成本变化；而当一个行业在生产过程中技术的

可选择性非常有限，则该行业不同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很低。显然，对于要素替

代弹性较低的行业，要素成本上升使其受到的冲击更加明显，面临产业转型升级

的压力更大。在一个较长的考察周期里，生产技术的进步不容小觑。 

本文希望对中国 2002年至 2013年不同行业生产方式调整的基本事实和主要

特点进行描述和梳理，这对于了解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基本情况具有两点重要意

义。第一，要素投入的匹配差异是考察行业生产特点的最直接的指标之一，要素

投入的匹配变化能够反映行业转型升级的现状及方向，这是讨论产业转型升级演

进和存在的问题首先应当清楚的事实。第二，中国的就业状况在经济改革、贸易

和对外开放、人口结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下表现出鲜明的时期特征，已有研究对

于不同时期各行业生产的就业需求特点讨论并不充分；在未来一个时期人工智能

等技术革命对就业的影响令人关注，本文的发现可作为行业要素投入的基线事实

为下一步考察就业变化提供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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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下内容安排为：第二部分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第三部分建立

理论模型分析影响生产方式调整的主要因素；第四部分介绍经验模型的设定、使

用数据的来源和指标定义；第五部分报告微观数据所反映的中国不同时期各行业

投资、劳动匹配的基本特点；第六部分检验最低工资变化与投资就业匹配特征的

对应关系；第七部分总结文章的主要发现和政策含义。 

 

 

图 1  2002 到 2015 年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和贷款利率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已有文献回顾 

关于资本与劳动的匹配、特别是与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匹配的分析很多。多

数研究结论认为技术进步是技能偏向性型的，技术在生产过程中主要与高技能劳

动力结合，提高了高技能劳动力的生产率，并且对高技能劳动力提出了更高的需

求。Berman 等（1994）、Johnson（1997）对美国和经济合作组织（OECD）国

家的数据进行检验，发现对计算机、信息资本、研发（R&D）的投资带来了对

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随着技术水平提高，生产对以生产设备操作人员为主

的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量显著下降，而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不变或上升。

Pavcnik（2000）检验了智利的企业级数据，发现投资（自行投资和购置国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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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设备）、国外技术援助和专利技术开发加快了对技能工人的相对需求，资本

深化和技术发展偏好高技能劳动力。Haskel 和 Slaughter（2002）提出了“部门

偏向型技术进步”假说，文章分别考察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10 个发达国家制造

业的部门偏向型技术进步，发现高技能劳动力密集部门中的技术进步会使高技能

劳动力的工资上升；部门偏向型技术进步通过改变相对劳动供给提高了不同技能

劳动力间的工资差异。Marouani 和 Nilsson（2016）分析了近 20 年来马来西亚高

技能劳动力数量持续提升的现象，发现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显著提高了高技能就

业者的工资并且降低了他们的失业率，教育扩张政策会抵消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

带来的工资不平等。文章同时指出，这种对高技能就业者的偏好在技能劳动力密

集度高的部门更明显，如商业服务业。Afonsoa 等（2016）证明企业固定资产投

资和研发成本上升等都会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技能溢价。Acemogolu 和

Restrepo（2018）认为生产过程中资本与劳动的投入主要由成本、自动化技术两

方面的因素决定。劳动力对生产中的复杂任务有技术优势，然而随着自动化技术

的发展，原有的生产所需的劳动力可能被自动化替代。向自动化的发展和对新的

复杂工作的创造在要素价格调整的情况下可以内生，自动化的提高会降低使用劳

动生产的成本，这会阻止进一步的自动化，鼓励新的复杂任务被创造出来。技术

的内生反应会促使劳动和就业恢复到它们原有的水平。与此相反，另一些研究认

为资本的深化可能会提高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Duffy 等（2004）指出生产线

等的使用使生产对劳动力的技术需求降低，低技能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受到偏

好，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则不明显。Borjas 和 Ramey（1994）提出，低技能劳

动力在发展中国家供给充足且成本低廉，他们将逐渐占领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等行

业的低技能劳动就业机会，而发达国家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会越来越高。

Accetturo 等（2013）证明，2000 至 2006 年意大利的出口贸易提高使其劳动力的

平均受教育年限和白领工人占比都有所提高。Elia 等（2009）和 Simpson（2012）

的研究发现，FDI 撤离会显著减少发展中国家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 

已有文献对中国数据进行检验的结论并不统一。多数观点认为，资本深化会

对劳动力技能提出更高的要求。都阳（2013）发现，中国制造业的资本劳动比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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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10%，要求职工受教育年限增加约 3 个月，职工中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

比提高 3.3 个百分点，以及职工中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者占比提高 3.8 个百分点。

周德禄（2012）通过省级面板数据，发现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和产业升级都促进

了大学生就业。刘宗明（2011）发现 2001 至 2010 年中国投资对就业波动的解释

力达到 30%，投资冲击对就业的影响具有显著相关性，持续约十个季度。在全球

化背景下，投资明显促进了中国不同技能劳动力需求分化的趋势。臧旭恒和赵明

亮（2011）认为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会降低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增加对非

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但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中低技术行业对非熟练劳动力

的需求占主导作用，事实上高技术行业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是增加的。吕世

斌与张世伟（2015）考察了 1998 到 2009 年的行业和就业数据，发现技术最高和

最低的行业就业规模有所扩大，也即就业结构出现“极化”现象；如果考察平均

工资的变化，技能水平在“两极”的就业者工资增长更快；外包会阻碍高技术行

业的就业增长，促进低技术行业的就业增长；研发会促进高技术行业的就业增长，

替代低技术行业的就业增长。 

比较已有文献，可以得出一些基本判断。技术进步常通过投资加深反映出来，

它使生产过程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降低，这会首先替代低技能劳动力，其次替代

高技能劳动力。然而，技术进步同时使劳动力特别是高技能劳动力的生产率得到

拓展。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资本与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之间的匹配变化并不

明确，可能由于生产自动化边界、技术进步速度、要素成本等方面的影响存在行

业间、部门间差异。本文希望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检验跨时期跨行业的投资-就

业匹配变动，深入细致地分析行业人均投资水平、用工规模和技能结构所反映出

的结构性特征和趋势性特征，为中国产业转型和就业结构调整提供依据。 

三、理论模型 

本文的理论模型沿用了 Acemoglu 和 Restrepo（2018）的分析框架，并根据

文章要考察的问题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基线模型进行了三点拓展。第一，将劳动

力按照技能水平进行区分，并列考察低技能劳动力、高技能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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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不同情况下要素投入的变化，同时设定要素价格（利率、工资）都是外生或

显著受到外生因素影响，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生产现实（如引言中所述）。

第二，保留静态均衡的分析框架，但详细考察了利率超低、低技能劳动效率工资

超低等情况下的要素投入决定机制，这样的模型设置旨在与文章的经验分析部分

进行呼应。第三，在不同的生产区间内，推导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生产率的决

定，并且分析了不同要素变化对劳动力生产率的潜在影响。这为理解不同技能劳

动力在行业间流动时的生产率变动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从生产率角度着手应对

就业转型所带来的就业吸纳等政策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 

（一）基线模型 

假设经济中只有一种最终产品 Y，其生产活动由连续任务 y(i)组成，替代弹

性为 σ∈(0,∞)。具体的形式为   

1
1

1
= ( )

N

N
Y y i di








−
−

−

 
 
 
 。生产要素包括三种：资本和

高、低技能劳动力。所有的任务都可以通过劳动来完成；资本可以替代劳动力，

但是对高技能劳动力的替代存在自动化技术边界 I 的约束①。在自动化技术尚不

能实现的任务中，生产只能由高技能劳动力完成。假设单位任务的生产区间是

[N-1, N]，N 与单位任务的生产复杂程度有关，生产任务越复杂，N 的取值越大。

技术所允许的自动化生产边界 I 取值区间为[N-1, N]。生产任务中 i>I 的部分只能

由劳动通过生产完成；i≤I 的部分可以由资本以机器的形式完成生产，也可以由

劳动生产。厂商对资本或劳动的选择由最低生产成本决定，也即： 

1. 对于 i≤I 的任务，如果不考虑成本，资本和高、低技能劳动力都可能投入。

假设 γ(i)表示高技能劳动力的生产率，γ'(i)>0，表示高技能劳动力在生产复杂任

务中的生产优势；低技能劳动力的生产率在单位任务[N-1, N]中取值为 γ(N-1)≡Φ；

ls(i)表示任务 i 中投入的高技能劳动力，lu(i)表示任务 i 中投入的低技能劳动力。

则生产函数可写作：

1 1
1

=y( ) ( ) (1 )( ( ) ( )+ ( ) ( ))u sBi q i k i l i i l i



 


   

− −
−

+ − +  
 
  

其中，q(i)

                                                             
① 不同要素投入之间存在互补性。在本模型中，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互补关系体现为自动化技术不可实现的

任务区间，也即资本无法替代劳动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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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产任务所需投入的中间产品；η∈(0,1)，是生产函数的分布参数；ς∈(0,∞)，

是中间产品与高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弹性；B≡(1-η)ς/(1-ς)。 

2. 对于 i>I 的任务，生产只有高技能劳动力投入，生产函数如下：

1 1
1

y( )= ( ) (1 )( ( ) ( ))
s

i B q i i l i


 


   

− −
−

+ −
 
 
 

。 

3. 静态均衡时单位任务 i的生产成本由工资率Wu 、Ws和资本回报率R决定，

Wu≤Ws。 

当 i≤I 时，𝑐(𝑖) = 𝑐 (min {𝑅,
𝑊𝑢

𝛷
，

𝑊𝑠

𝛾(𝑖)
}) ≡ [(

𝜂

1−𝜂
)𝜍𝜓1−𝜍 + min {𝑅,

𝑊𝑢

𝛷
，

𝑊𝑠

𝛾(𝑖)
}

1−𝜍

]

1

1−𝜍

（1） 

当 i>I 时，𝑐(𝑖) = 𝑐 (
𝑊𝑠

𝛾(𝑖)
) ≡ [(

𝜂

1−𝜂
)𝜍𝜓1−𝜍 + (

𝑊𝑠

𝛾(𝑖)
)

1−𝜍

]

1

1−𝜍

                       （2） 

其中，c(∙)是成本函数，ψ 是中间品的价格。 

4. 用资本进行生产的任务临界值 I0 由技术可能性边际和成本共同决定，见

表 2。 

 

表 2            不同条件下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和生产成本决定 

条件区间 任务 i所需投入的要素  

i I  

u
WR 


且

( )

s
WR

i
  ( )= ( )R Rk i Yc

  − −
， ( )=0

ul i ， ( )=0
s

l i  情形 1 

u
W R


 且

( )

u s
W W

i
  ( )=0k i ，

1
( )= ( )

u
u uW

Y c Wl i    − − −



， ( )=0

s
l i  情形 2 

( )

us
W W

i 
 且

( )

s
W R

i
  ( )=0k i ， ( )=0

ul i ，
1

( )=

( )
( ) ( )

s
s W

W
i

l i Y i c
   




− − −

 情形 3 

=
( )

s u
W WR

i



 投入资本或高技能劳动力都可以 情形 4 

=
( )

s u
W W

i
R

 
  投入高技能或低技能劳动力都可以 情形 5 

=
( )

u s
W WR

i



 投入资本或低技能劳动力都可以 情形 6 

i I  ( )=0k i ， ( )=0
ul i ，

1

( )=

( )
( ) ( )

s

ss W
W

i
l i Y i c

  




−− −

 情形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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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条件下生产要素的投入差别 

1. 假设初始条件满足情形 1——利率超低的情况 

此时生产由资本完成；当 i提高时，Ws/Φ 不变，然而由于 γ(i)是严格增函数，

γ(i)逐渐提高，Ws/γ(i)减小，厂商在临界值 I*达到 R=Ws/γ(i*)，使用资本和高技能

劳动力生产不存在成本差异，满足情形 4。此后随着 i 进一步提高，如果仍然满

足 i≤I，则 R>Ws/γ(i)，满足情形 3，虽然技术上允许用资本替代高技能劳动力，

但由于劳动生产优势带来有效成本变化，生产由高技能劳动力完成。需要指出，

如果 I*> I 则符合情形 7，自动化的技术边界约束决定了厂商不可能用资本生产

所有低于 I*的任务。也即用资本生产的任务边界 I0=min{I, I*}，低于 I0 的任务由

资本进行生产，而高于 I0 的任务由高技能劳动力进行生产。 

单位任务所需的各类要素投入量为： 

0

1

1 1
min ,( ) ( ) ( ) [ ( ) 1]

s
N I

N N
K

W
R R R R I

R
k i di Yc di Yc N     


−

− −

− − − −
=

 
= = − + 

 
         （3） 

1
( ) =0

N
u

N

uL dil i
−

=  ，
1

1

1 min , ( )
( )

( )
= ( ) ( )s

s
N N

W
N I

R

s
s W

W
i

L di Y i c dil i    

 


−
  
 
  

− − −

−
=                     （4） 

高技能劳动力在单位任务[N-1,N]区间的生产率 Es为 γ(i)函数在[I 0, N]之间取

值的均值，也即 Es= 0

0( )d ( )
N

I
i i N I − 。可以推出： 

0 0

0 0 0

0 0 0 2

( ( ) ( )) ( ) ( ) ( )
0

( )

N N
s

I I
i di N I i di I N IE

I I N I

   − −  −
= = 

  −

 
                        （5） 

由于 I0=min{I, I*}，I*=γ-1(Ws/R)，可以推断在生产自动化边界内利率 R 降低、

高技能劳动力工资 Ws 提高都会导致高技能劳动力的平均生产率提高；而如果生

产自动化边界 I 低于临界值 I*，则拓展生产自动化边界会使高技能劳动力平均生

产率提高。 

0 0

0 0

0 2

( ( ) ( )) ( ) ( ) ( )
0

( )

N N
s

I I
i di N I N N I i diE

N N N I

   −  − −
= = 

  −

 
                        （6） 

生产任务的复杂程度拓展时 N 取值提高，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高技能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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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的平均生产率提高。 

γ'(i)的取值决定高技能劳动力生产率的变化速度，由于篇幅受限这里不做详

细讨论。 

2. 假设初始条件满足情形 2——低技能劳动力效率工资超低的情况 

此时生产由低技能劳动力完成；当 i提高时，Wu/Φ 不变，Ws/γ(i)减小，厂商

在临界值 I*达到 Wu/Φ= Ws/γ(I*)，此时使用高低技能劳动力生产不存在成本差异，

符合情形 5。此后随着 i进一步提高，Wu/Φ>Ws/γ(i)符合情形 3，生产任务根据最

低成本原则由高技能劳动力完成。  

生产 Y所需的各类要素投入量为： 

1
( ) 0

N

N
K k i di

−
= = ，

=
( ) 1

1 1
( ) ( )=

s uW WN
iu

N N

u
u uW

Y c WL l i di di
     − − −

− −



=                           （7） 

1

1 =
( ) ( )

( ) ( ) ( )= s u

s
N N

s

W WN
i

s W
W

i
Y i cL l i di di   

 


− − −

−


=                                                  （8） 

高技能劳动力的平均生产率 Es为 γ(i)函数在[I *, N]之间取值的均值，也即 Es=

*

*( ) ( )
N

I
i di N I − ，低技能劳动力的平均生产率为 Eu=γ(N-1)。可以推断： 

* *

* * *

* * * 2

( ( ) ( )) ( ) ( ) ( )
0

( )

N N
s

I I
i di N I i di I N IE

I I N I

   − −  −
= = 

  −

 
                   （9） 

* *

( 1)
0

uE N

I I

  −
= =

 
                                                    （10） 

* *

* *

* 2

( ( ) ( )) ( ) ( ) ( )
0

( )

N N
s

I I
i di N I N N I i diE

N N N I

   −  − −
= = 

  −

 
                  （11） 

( 1)
'( 1) 0

uE N
N

N N




  −
= = − 

 
                                          （12） 

由于 I*=γ-1(Ws/R) ，可以判断 Ws提高、R 降低都可能导致高技能劳动力的平

均生产率提高；但是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平均生产率没有影响。任务的复杂程度拓

展时 N 的取值提高，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平均生产率都会提高。γ'(i)的取值

决定了高低技能劳动力平均生产率的变化速度。 

3. 对其他情况的讨论 

初始条件满足情形 3（高技能劳动力效率工资超低）时，生产由高技能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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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完成；随着 i 提高，Ws/γ(i)持续减小，生产任务始终由高技能劳动力完成。考

虑到这种情况不普遍，本文不做详细讨论。情形 4、5 和 7 的情况在前文中已有

分析，不再赘述。初始条件满足情形 6 时，也即 R=Wu/Φ< Ws/γ(i)时，在生产单

位任务[N-1, N]的过程中，资本和低技能劳动力可自由替换。然而如果单位任务

的生产区间变动，例如单位任务区间变为[N'-1, N']，由于 Φ'≡γ(N')> γ(N) ≡Φ，此

时 R>Wu/Φ'，生产任务由低技能劳动力完成。此外，一旦生产进入单位任务[N'-1, 

N]，由于 Φ 变化为 Φ'， R、Wu/Φ 和 Ws/γ(i)之间的均衡转换为 R、Wu/Φ'和 Ws/γ(i)

间的均衡，此时的要素投入需要重新根据前述六种情形进行讨论。 

（三）理论模型的经济学含义 

本文的理论模型分析了在不同临界条件下行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决定因素，特

别讨论了在利率超低、低技能劳动力效率工资超低等情况下，生产产品 Y所需的

各类要素投入总量以及劳动力生产率的决定。文章关于低技能劳动力效率工资超

低的情形可以与中国 2002 年前后国有企业改革时大批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的状

况相对应，关于利率超低的情况则可以与中国人工成本迅速攀升之后的情形（以

2013 年为例）相对应。两种情形之间的转化反映出资本与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

替代，在本文中以 2007 年为观测点进行考察。理论模型对不同情形下的要素投

入量和劳动生产率的决定机制进行了推断，并分析了其中的决定因素。假设劳动

力市场充分流动，各行业面对的要素成本可比，此时同一时期不同行业要素配置

的差异体现出自动化边界、生产任务的复杂程度的变化以及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差

别，同一行业在不同时期要素配置的差异在自动化边界、生产任务区间拓展等的

影响之外，更多受到要素成本相对变化的影响。我们从模型可以看到，生产方程

的参数变化会影响劳动生产率，其直接的经济学含义是如何实现行业升级乃至整

体经济结构的升级；而劳动生产率变化又可能使要素的投入组合受到影响，其政

策价值是如何应对产业升级带来的要素投入调整。本文将在后文的经验分析部分

做具体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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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验模型的设定和数据说明 

（一）经验模型的设定 

1. 基线模型 

本文的经验模型通过分析不同技能劳动力进入一个行业就业的概率决定机

制以及行业人均投资水平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检验行业生产中资本与劳动的匹配

变化，并通过行业人均投资水平与劳动力技能的交叉项，检验行业的资本深度提

高对不同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具体模型如下①： 

𝑃𝑡(𝐽𝑘𝑗=1) = 𝛼𝑘𝑡 + 𝛽ℎ
𝑘𝑡𝐻 + 𝛽𝑙

𝑘𝑡𝐿 + 𝛾𝑘𝑡𝐹𝐴𝐼𝑘𝑗𝑡 + 𝛿ℎ
𝑘𝑡(𝐻𝐹𝐴𝐼𝑘𝑗𝑡) + 𝛿𝑙

𝑘𝑡(𝐿𝐹𝐴𝐼𝑘𝑗𝑡) + 𝜆𝑘𝑡𝑿       （13） 

其中，Jkj=1 表示个体劳动力在地区 j 的行业 k 找到工作；Pt为其概率； 

H 取值为 1 表示该劳动力是高技能，否则取值为 0；L 取值为 1 表示该劳动

者是低技能，否则取值为 0；参照组为中等技能劳动力；系数𝛽h
kt和𝛽l

kt 表示相对

于参照组，高低技能劳动力进入 k 行业的概率差别；当𝛽h
kt 和𝛽l

kt 为正时高或低

技能劳动力以更高概率进入 k 行业，这种概率差别与该行业的投资水平无关。 

FAIkjt表示地区 j 的行业 k 在第 t 年时从业人员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系数

γkt表示时期为 t 时行业 k 的人均投资对劳动力进入该行业就业概率的影响。如果

γkt>0 说明行业内劳动力就业概率随资本深化而提高，这可能有两个潜在原因：

一是单位劳动需求不变，但人均资本投入较高的地区其行业发展也较快，行业就

业规模整体扩大；二是人均资本投入增加时生产过程的复杂程度有所提高，因此

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同时增加。在这两种情况下，随着行业人均投资的增加行业从

业人员的平均生产率都得以提高，且第二种情况下生产率提高得更快，行业实现

了产业升级，同时促进了就业。如果 γkt<0 表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越高，参照组

劳动力进入行业就业的概率越低，此时不排除生产任务拓展和行业规模扩大的可

能性，但是资本深化使得单位任务生产对劳动的需求下降，这一影响发挥了主导

作用。虽然人均投资增加带来行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但是投资替代就业的特征也

                                                             
① 作者也尝试了加入投资变量的二次项及其与劳动力技能水平的交叉项，检验投资用工需求的变化是否存

在规模衰减，得到的结果与预期一致，也即包含二次项的变量的系数与一次项的系数相反，说明投资变化

的用工偏好确实存在递减性，但是这种影响的规模非常小。为了模型和报告结果的简洁性，本文在正文中

提供的结果是不包括二次项的模型回归结果。 



 

14 
 

比较明显。如果 γkt=0，则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对劳动力进入行业就业的概率无影

响。 

H·FAIkjt或 L·FAIkjt表示劳动力技能水平与行业 k 人均投资的交叉项；系数 δh
kt

和 δl
kt表示时期为 t 时行业 k 的投资对高、低技能劳动力进入该行业概率的特定

影响。当 δh
kt 为正或 δl

kt 为负时，行业人均投资增加会伴随高技能劳动力更多进

入该行业或低技能劳动力更少进入该行业，此时行业投资深化是高技能偏向型，

人均投资增加同时就业人员技能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显著上升。当 δh
kt为负或

δl
kt 为正时，行业人均投资增加使高技能劳动力以更低概率进入该行业或者低技

能劳动力以更高概率进入该行业，此时行业投资深化属于低技能偏向型，人均投

资增加使行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但是投资所需要的就业人员技能结构整体向低技

能转移。 

X为控制变量，包括劳动力的性别、年龄组、婚姻状况等个人特征以及所在

地区的人均 GDP 水平、常住人口规模、劳动年龄人口中高技能人口的占比和低

技能人口的占比、所在省份等；λkt 为 X的估计系数。其中，所在地区的 GDP 水

平和所在省份可能影响行业的劳动力需求，而人口规模、劳动年龄人口中高技能

和低技能人口占比反映了该地区的劳动力供给状况，对个体劳动力进入不同行业

的概率可能存在影响。 

2. 时点对比模型 

为了对比投资与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的匹配特点在不同考察期之间的变化，

我们分别将 2002 和 2007 年以及 2007 和 2013 年样本进行混合，考察了如下模型： 

𝑃(𝐽𝑘=1) = 𝛼𝑘 + 𝛽ℎ
𝑘𝐻 + 𝛽𝑙

𝑘𝐿 + 𝛾𝑘𝐹𝐴𝐼𝑘𝑗 + 𝛿ℎ
𝑘(𝐻𝐹𝐴𝐼𝑘𝑗) + 𝛿𝑙

𝑘(𝐿𝐹𝐴𝐼𝑘𝑗)  + 𝛽𝑘𝑇 

+𝛽ℎ
𝑘(𝐻𝑇) + 𝛽𝑙

𝑘(𝐿𝑇) + 𝛾𝑘(𝐹𝐴𝐼𝑘𝑗
𝑇) + 𝛿ℎ

𝑘(𝐻𝐹𝐴𝐼𝑘𝑗
𝑇) + 𝛿𝑙

𝑘(𝐿𝐹𝐴𝐼𝑘𝑗
𝑇) + 𝜆𝑘𝑋      (14) 

其中，T 表示是否后一个考察年度的虚拟变量，例如 2002 与 2007 年样本混

合时 T 表示是否 2007 年样本；当 T 的系数显著，说明劳动力进入该行业的概率

在前后年度间有差别，这种差别与行业投资、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等无关；T 与

相关变量交叉项的系数是否显著则反映了相关变量对就业的影响在不同时期之

间是否发生了变化，我们将在后面的结果中进行具体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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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高最低工资对生产要素投入的影响 

我们希望着重检验理论模型中外生因素导致的低技能劳动力工资提高对生

产方式的影响。中国的最低工资由区县一级地方政府制定、并经省政府审批后实

施。2010 年之后各地方政府在改善民生的大背景下竞相提高最低工资标准，2010

到 2012 年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涨幅为 22%，很多研究都指出这一脱离市场需

求的外生政策变化给制造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考虑到最低工资的绝对水平

一般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而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一般由政府部门决

定，具有较强的外生性①，我们检验最低工资模型以考察人工成本提高对于行业

生产决策的影响。 

𝑃𝑡(𝐽𝑘𝑗=1) = 𝛼𝑘𝑡 + 𝛽ℎ
𝑘𝑡𝐻 + 𝛽𝑙

𝑘𝑡𝐿 + 𝛾𝑘𝑡𝐹𝐴𝐼𝑘𝑗𝑡 + 𝛿ℎ
𝑘𝑡(𝐻𝐹𝐴𝐼𝑘𝑗𝑡) + 𝛿𝑙

𝑘𝑡(𝐿𝐹𝐴𝐼𝑘𝑗𝑡) + 𝜂𝑘𝑡𝑍𝑗𝑡+𝜂ℎ
𝑘𝑡(𝐻𝑍𝑗𝑡) 

+𝜂𝑙
𝑘𝑡(𝐿𝑍𝑗𝑡) + 𝜑𝑘𝑡(𝐹𝐴𝐼𝑘𝑗𝑡

𝑍𝑗𝑡) + 𝜑ℎ
𝑘𝑡(𝐻𝐹𝐴𝐼𝑘𝑗𝑡

𝑍𝑗𝑡) + 𝜑𝑙
𝑘𝑡(𝐿𝐹𝐴𝐼𝑘𝑗𝑡

𝑍𝑗𝑡) + 𝜆𝑘𝑡𝑋        (15) 

其中，𝑍𝑗𝑡表示劳动力所在的地区 j 在 t-1 年也即观测期的前一年是否提高了

最低工资水平，如果所在地区上年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则𝑍𝑗𝑡取值为 1；反之取值

为 0。𝑍𝑗𝑡与 FAIkjt交叉项的系数 φkt表示在上年提高和未提高最低工资的两类地区

之间，投资的就业匹配效应是否存在差别。变量𝐻𝐹𝐴𝐼𝑘𝑗𝑡
𝑍𝑗𝑡和𝐿𝐹𝐴𝐼𝑘𝑗𝑡

𝑍𝑗𝑡的系

数分别捕捉了两类地区的生产在对不同技能劳动力需求上的异质性。 

（二）指标和数据说明 

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只能够对行业按大类进行考察，检验结果将反映

中国制造业整体的平均生产特征变化，其变化原因可能包括细分行业在自身生产

方式上的调整，也包括细分行业的结构性变化，例如一些细分行业逐渐衰落而另

一些细分行业迅速发展。本文认为从行业大类的平均生产特点进行考察对于我们

了解产业结构的整体变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的投资数据为地级市层面的

行业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其中地区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主要来自中国经济

数据库，并根据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以 2002 年为基期进行调整。地级市分行

业的就业人员数统计数据没有公布，我们将各地级市在所在省份的行业 GDP 占

                                                             
① 参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的通知”，

http://www.mohrss.gov.cn/ghcws/GHCWSzhengcewenjian/201107/t20110721_836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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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乘以该省分行业的就业人数进行估算。从计算得出的分行业人均投资的规模来

看，整体而言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在 2002 到 2014 年持续增加，各行业人均固定资

产投资年均增幅为 20.9%。 

文章使用的城镇就业人员微观数据来自中国住户收入调查数据（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Survey, CHIPS），该数据收集了 2002、2007 和 2013

年 3个时点上 16到 59岁之间城镇地区劳动年龄人口的信息，包括他们是否就业、

在哪些行业就业等，也包括劳动力的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水平、职业、工

资水平等。由于行业划分标准在 3 个调查年度之间发生了变化，我们将不同年度

的行业进行了小范围的合并处理使之在整个考察区间具有可比性。此外，我们将

样本按照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城镇人口的整体分布进行了权重调整使样

本具有全国代表性。本文采用的“低技能劳动力”定义是初中及以下受教育水平

的劳动力，认为这些劳动力只获得了通识教育培训，学习和掌握专业技术的基础

较差，潜在就业岗位的进入门槛较低；与此对应，“中等技能劳动力”的定义是

具有高中及中专教育程度的劳动力、“高技能劳动力”的定义是大专及以上教育

程度的劳动力。 

五、投资与就业技能结构调整的微观检验 

（一）投资与就业匹配的基线检验 

基线模型（公式 13）的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受到篇幅限制及样本代表性

等原因，本文中只列示了 7 个行业的关键回归结果①。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劳动力

进入不同行业的概率差异非常大，例如高技能劳动力以更高比例进入公共管理、

科研技术和信息软件业以及金融业就业，而以较低比例进入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

业、交通运输业、社会服务业以及制造业。 

2002 年，多数行业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系数都不显著，说明资本深化没有

                                                             
① 其余 7 个行业并未报告的主要原因包是：采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的管理业、房地产业以及农林

牧渔业的劳动力总量少于 200 个，对于不同时期、地区的代表性不足；建筑业、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和

供应业的结果基本不显著；文化体育娱乐和教育卫生业与公共管理行业的趋势非常类似，我们只报告公共

管理行业的结果说明问题。回归结果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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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参照组劳动力进入该行业的就业概率。少数行业的人均投资影响了参照组劳

动力进入该行业的概率。例如，公共管理业和制造业的人均投资提高会使劳动力

进入行业的概率下降，反映出资本对就业的替代关系。然而社会服务业的人均资

本提高，劳动力进入该行业的概率会上升，反映出地区服务业发展伴随的就业创

造效应。 

一些行业的人均投资规模变化带来了用工需求在技能方面的结构性调整，例

如金融业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使其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偏好下降①。单位任务的

资本投入增加替代高技能劳动力，这一结果符合理论预期。科研技术和信息软件

业与此类似，但下降速度慢于金融业，可能的原因是其生产任务的复杂程度较高，

高技能劳动力的生产优势更加明显。与此相比，交通运输行业的人均固定资产投

资增加时低技能劳动力进入该行业的就业概率下降，反映出资本对低技能劳动力

的替代作用，就业技能结构向上调整。公共管理、制造业、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

业以及社会服务业的人均投资增加都没有伴随用工技能结构的变化。 

2007 年，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的资本深化替代了就业，但是没有带来就业

技能偏好的变化。金融业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时劳动力进入该行业就业的概率

有所提高，反映了金融业在这一时期的扩张。科学技术和信息软件业的人均固定

资产投资增加时，低技能劳动力进入该行业就业的概率上升。可能的原因是资本

深化能够带来科学技术和信息软件业的生产任务区间拓展，提高了低技能劳动力

生产率进而提高生产对其需求。社会服务业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时高技能劳动

力进入该行业就业的概率提高，反映出此时该行业生产任务进一步拓展，对高技

能劳动力产生偏好。而对于公共管理部门、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而言，人均

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不影响劳动力的就业概率，且人均固定资产投入没有表现出用

工技能偏好的变化。 

                                                             
① 本文捕捉到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加深对高技能劳动力偏好下降，可能反映了中国金融业在上世纪末到本

世纪初信息化大发展的结果。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随着计算机应用普及，早期计算机使用替代了大

量就业岗位（例如人工记账和复核），且对从业人员的技能要求显著提高。然而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

随着电子化信息化程度加深，金融业信息化进入数据集中和应用阶段，这一时期金融业对信息技术的推广

和使用使其对高技能劳动力的要求有所降低（梁文玲，2003）。详见“信息产业报道：银行业成长伴随信

息化”，https://tech.sina.com.cn/i/w/2004-08-12/161140355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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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在公共管理部门人均固定资产投资较高的地区，低技能劳动力进

入该行业的概率显著下降，行业投资带来了行业就业技能结构向上调整。制造业

投资仍然存在替代就业的特点。科学技术和信息软件业与此类似，但是两个行业

的就业技能结构在这一过程中都没有发生变化。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业的人均固定

资产投资提高都未影响劳动力的行业就业概率。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以及社会

服务业的人均投资提高都带来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替代，就业技能结构向下调

整。 

 

表 3                        行业投资对就业概率的影响 

2002 年 公共管理 制造业 金融业 

科研技术

和信息软

件 

交通运输 

批发零售

和住宿餐

饮 

社会服务 

高技能劳动力（是=1，否=0） 0.756*** -0.314*** 0.434*** 0.553*** -0.354*** -0.385*** -0.351*** 

  (0.071) (0.108) (0.095) (0.115) (0.117) (0.090) (0.095) 

低技能劳动力（是=1，否=0） -0.450*** -0.053 -0.234** -0.293* 0.166* 0.118 0.146* 

  (0.082) (0.096) (0.110) (0.153) (0.099) (0.075) (0.085) 

行业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千元) -0.024** -0.010*** 0.017 -0.001 0.002 0.010 0.017** 

（此后简称 FAI） (0.011) (0.003) (0.064) (0.004) (0.002) (0.008) (0.007) 

高技能·FAI -0.009 -0.001 -0.095** -0.006** 0.000 -0.003 0.002 

  (0.007) (0.005) (0.047) (0.003) (0.002) (0.007) (0.007) 

低技能·FAI 0.006 0.003 -0.074 -0.003 -0.004** -0.005 -0.008 

  (0.009) (0.004) (0.056) (0.004) (0.002) (0.006) (0.006) 

观测样本 14 211 14 211 14 211 13 320 14 211 14 211 14 211 

2007 年               

高技能劳动力（是=1，否=0） 0.684*** -0.391*** 0.494*** 0.223* -0.447*** -0.437*** -0.291*** 

  (0.066) (0.065) (0.092) (0.125) (0.111) (0.062) (0.061) 

低技能劳动力（是=1，否=0） -0.465*** -0.076 -0.077 -0.650*** -0.078 0.157** 0.156** 

  (0.109) (0.071) (0.140) (0.184) (0.107) (0.063) (0.065) 

行业 FAI(千元) 0.005 -0.002*** 0.051* -0.002 -0.002*** 0.002 -0.002 

  (0.005) (0.001) (0.029) (0.003) (0.001) (0.001) (0.002) 

高技能·FAI -0.003 0.001 -0.033 0.002 0.001 -0.001 0.002* 

  (0.005) (0.001) (0.024) (0.003) (0.001) (0.001) (0.001) 

低技能·FAI -0.011 0.000 -0.034 0.008** 0.001 -0.001 -0.001 

  (0.008) (0.001) (0.037) (0.004) (0.001) (0.001) (0.001) 

观测样本 17 705 17 705 16 449 17 705 17 705 17 705 17 705 

2013 年               

高技能劳动力（是=1，否=0） 0.487*** -0.257*** 0.484**** 0.466*** -0.348*** -0.392*** -0.213*** 

  (0.084) (0.089) (0.114) (0.141) (0.133) (0.080) (0.078) 

低技能劳动力（是=1，否=0） -0.178 0.017 -0.435** -0.535*** 0.144 0.094 0.058 

  (0.115) (0.086) (0.180) (0.182) (0.127) (0.073) (0.073) 

行业 FAI(千元) 0.005 -0.001*** 0.003 -0.006*** -0.001 -0.000 -0.001 

  (0.004) (0.000) (0.008) (0.002) (0.000)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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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能·FAI 0.001 -0.001 0.003 -0.000 -0.000 -0.001** -0.001* 

  (0.003) (0.000) (0.005) (0.002) (0.000) (0.001) (0.000) 

低技能·FAI -0.013*** -0.000 0.001 0.002 -0.000 -0.000 0.001 

  (0.005) (0.000) (0.007) (0.002) (0.000) (0.001) (0.000) 

观测样本 12 045 12 045 11 334 12 045 12 045 12 045 12 045 

说明：本表的回归参照组为中等技能劳动力；括号内为标准误；***表示 p<0.01, **表示 p<0.05, *表示 p<0.1；模型中

同时控制了劳动力的性别、年龄组、婚姻状况以及所在地区的人均 GDP 水平、常住人口规模、劳动年龄人口中高技能

人口占比和低技能人口占比和所在省份。下表同。 

 

（二）投资与就业匹配的时点比较 

表 4 梳理了时点对比模型（公式 14）中与年度变化相关的变量的系数情况。

整体而言，从 2002 到 2007 年再到 2013 年劳动力进入制造业就业的概率持续下

降，表现为年度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但制造业人均投资增加对就业的替代作用

持续减弱，且这种趋势在不同技能的劳动力之间没有显著差别。这说明早期投资

对劳动的替代是非常容易的，而后面替代难度逐渐提高，随着生产逐步趋于自动

化技术边界，资本对劳动的替代空间越来越小①。据此可以判断，如果人工成本

持续上升，行业的总生产成本将不能通过要素替代得以有效控制，这符合我们对

制造业的观察。资本替代就业和技能结构不变反映出中国的制造业升级长期以来

是通过资本密集度增加实现的，从业人员的技能结构没有得到改善。从最终目标

来看，制造业升级意味着中国产品出口竞争力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不断改善、产

品在全球价值链上不断攀升，其途径应当是生产任务复杂程度提高，单纯通过资

本深化不能实现这一目标。资本深化、替代劳动在解决生产成本的变化、提高生

产效率方面能够发挥作用，但在促进产业升级方面仍停留在初级阶段。 

2002 到 2007 年，随着制造业整体就业规模的下降，服务业成为吸纳就业的

主要部门，具体包括科研技术和信息软件业、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

业以及社会服务业。但是，这些行业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与 2007 年虚拟变量的交

叉项的系数均为负（其中交通运输业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说明这些行业的投

                                                             
① 资本深化可能带来自动化边界的拓展。但是我国的发展阶段和较长时期以来劳动力成本较低的现实使得

行业生产特别是制造业部门的生产要素投入距离自动化边界较远。自动化边界的约束在近年来我国劳动成

本上升的情况下才逐渐显现出来，本文在行业层面上发现人均资本投入对劳动的替代越来越困难就应当说

明了这一点。由于各地区的行业发展水平也存在差异，对于那些行业发展水平较高（趋近自动化边界）同

时人工成本也较高的地区，他们可能会通过资本投入扩展自动化生产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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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化对就业的替代效果在加强。整体而言，中国科研技术和信息软件业投资对

高技能就业、劳动总量的替代作用逐渐减弱，从趋势来看该行业投资深化会在未

来带动行业的升级发展。交通运输业投资则相反，相比 2002 年，2007 年该行业

投资深化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作用显著减弱，2007 到 2013 年替代作用也有所

放缓，该行业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应当是以市场扩张为主而没有发生产业升级。批

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在考察期提供的就业岗位持续增加，但是投资深化对就业的

替代作用逐渐加强，表现为 2007 和 2013 年虚拟变量与行业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交

叉项的系数都为负，这可能反映出电子商务等迅速发展使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

市场迅速扩大，同时资本对就业产生了替代作用。该行业没有实现技术密集型发

展，但是资本深化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市场不断扩大创造了就业岗位，

表现出了良好的产业升级势头和吸纳就业潜力。2002 到 2007 年，社会服务业投

资的就业创造效果显著减弱，2007 到 2013 年资本深化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下

降，行业经历了从业人员技能结构降级，这可能是由于伴随着中国国民收入提高，

市场对于租赁、居民服务、其他服务业等相对低技能服务的需求迅速增加导致的。 

 
表 4                    行业投资影响就业概率的时点对比 

2002 年和 2007 年 公共管理 制造业 金融业 
科研技术和

信息软件 
交通运输 

批发零售和

住宿餐饮 
社会服务 

2007 年虚拟变量 0.066 -0.294*** 0.001 0.366*** 0.274** 0.146** 0.196** 

 (0.080) (0.088) (0.107) (0.137) (0.115) (0.072) (0.077) 

2007 年高技能 -0.111 -0.125 0.042 -0.272 -0.094 -0.037 0.037 

 (0.096) (0.124) (0.127) (0.167) (0.163) (0.108) (0.115) 

2007 年低技能 -0.039 -0.004 0.135 -0.387 -0.196 0.091 0.083 

 (0.133) (0.116) (0.171) (0.238) (0.146) (0.096) (0.108) 

2007 年虚拟变量FAI 0.023*** 0.005* -0.032 -0.008*** -0.001 -0.009* -0.013*** 

 (0.007) (0.003) (0.038) (0.003) (0.002) (0.005) (0.004) 

2007 年高技能FAI 0.005 0.002 0.067 0.008** 0.001 0.002 -0.001 

 (0.009) (0.005) (0.052) (0.004) (0.002) (0.008) (0.007) 

2007 年低技能FAI -0.018 -0.002 0.037 0.010* 0.004** 0.002 0.005 

 (0.011) (0.004) (0.065) (0.005) (0.002) (0.007) (0.006) 

观测样本数 31 916 31 916 31 916 31 916 31 916 31 916 31 916 

2007 年和 2013 年               

2013 年虚拟变量 -0.081 -0.212** 0.055 -0.394** -0.157 0.135* 0.006 

 (0.090) (0.084) (0.132) (0.155) (0.129) (0.073) (0.075) 

2013 年高技能 -0.161 0.166 -0.060 0.241 0.090 0.008 0.045 

 (0.105) (0.110) (0.147) (0.181) (0.168) (0.100) (0.097) 

2013 年低技能 0.269** 0.023 -0.347 0.105 0.223 -0.018 -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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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54) (0.111) (0.227) (0.249) (0.162) (0.095) (0.095) 

2013 年虚拟变量FAI 0.003 0.001** -0.028 0.005* 0.001* -0.002** 0.002 

 (0.004) (0.001) (0.021) (0.003) (0.001) (0.001) (0.001) 

2013 年高技能FAI 0.004 -0.001 0.034 -0.003 -0.001 -0.001 -0.003** 

 (0.005) (0.001) (0.024) (0.003) (0.001) (0.001) (0.001) 

2013 年低技能FAI -0.001 -0.000 0.039 -0.006 -0.001 0.001 0.002 

 (0.009) (0.001) (0.037) (0.004) (0.001) (0.001) (0.001) 

观测样本数 29 750 29 750 27 783 29 750 29 750 29 750 29 750 

六、最低工资变化对投资与就业匹配的影响 

我们在模型中引入最低工资的变化状况以考察劳动成本变化对投资、劳动匹

配的影响，也即检验最低工资模型（公式 15），回归结果见表 5。FAI、高技能

和低技能虚拟变量及其与 FAI 的交叉项的系数与表 3 中的结果非常吻合①。几项

整体上的特征值得关注。第一，2002 和 2007 年的估计结果中 Z 值及其交叉项变

量回归系数多不显著，而 2013 年估计系数大多显著，说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

在 2013 年有了更实际的影响。第二，提高最低工资与低技能占比较高行业的要

素投入的关系非常符合预期，这包括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社会服务业、制造

业等；但是对于公共管理行业、金融业和科研技术和信息软件业而言，它们本身

的低技能岗位很少，或者生产决策受到政府政策干预，因此要素投入特征与最优

生产决策有出入。第三，在是否提高了最低工资的两类地区之间，生产要素投入

差别较大的是交通运输行业、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公共管理业和制造业，其

他几个行业在两类地区间表现差别不大，可能跟它们的生产自动化技术不高、要

素替代空间有限有关。其中，金融业和科研技术和信息软件业的就业人员中低技

能劳动力较少，提高最低工资对生产总成本的影响较小，但社会服务业不同，最

低工资提高将迅速反映到这一行业的生产成本上升方面。由于篇幅受限，本文只

保留了就业占比最大的制造业和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两个行业的相关分析。 

2001 年提高了最低工资的地区，在 2002 年制造业投资对低技能的需求明显

低于前一年未提高的地区，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效果显著。这一效果在 2007 和 2013

年仍然为负但是统计上并不显著，说明人均投资加深不再持续替代低技能劳动
                                                             
① 唯一较大的差异是在控制所在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是否提高之后，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 FAI 系数在 2007

和 2013 年为正且统计显著，说明该行业人均固定资产投资较高时就业规模会有所提高。该差异没有影响本

文的关键结论和政策建议。 



 

22 
 

力。2012 年提高了最低工资的地区，在 2013 年制造业生产投入了更多的高技能

劳动力，它们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也更强。从生产本身来看，FAI在未提

高最低工资的地区的回归系数显著且取值为-0.002，而在提高了最低工资的地区

FAI 的系数为 0（-0.002+0.002），投资加深对于劳动的替代作用不存在，且资本

不存在技能偏好。我们从中得出两点推断。第一，在提高了最低工资的地区制造

业生产规模较低但是更为高级或者说实现了升级。这些制造业企业没有通过资本

替代劳动力特别是低技能劳动力以控制生产成本，这可能受制于自动化技术的限

制，也可能是受到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竞争从而资本外流的影响。在不

能通过调整生产方式控制成本的情况下，制造业只能调整生产任务，其调整方式

包括既有企业拓展生产任务的复杂程度、提高产品附加值，也可能包括一些企业

在人工成本提高的过程中倒闭或转移，只留下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和盈利空间的

企业，其综合结果是制造业整体的转型升级。第二，人工成本上升并不意味着制

造业必然衰落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大量失业，行业本身的升级是一条出路。随着生

产区间拓展，制造业投资仍然可能创造出大量的低技能就业岗位，并且此时低技

能劳动力的生产率随生产的转型而提高。了解这两个基本事实对于正确判断中国

制造业未来的发展前景至关重要。 

2002 年最低工资没有给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就业带来调整。2007 年在未

提高最低工资的地区，FAI 的系数是 0.004，在提高了最低工资的地区，系数变

为-0.001（0.004-0.005），投资深化会替代就业岗位。2013 年在未提高最低工资

地区，低技能劳动力进入行业的概率系数是 0.346，提高了最低工资的地区该系

数为-0.101（0.346-0.447），低技能就业岗位明显萎缩。FAI 的系数在未提高最低

工资的地区是 0.002，在提高了最低工资的地区是-0.002（0.002-0.004），投资深

化对就业的替代效果明显。投资深化对低技能岗位的替代在提高了最低工资的地

区略弱（FAI 与低技能的交叉项在未提高最低工资的地区是-0.002，在提高了最

低工资的地区是 0.001（-0.002+0.003）），说明一旦最低工资提高，该行业投资

深化对就业的替代是整体性的，在不同技能水平的差异化影响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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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控制最低工资的变动后检验行业投资对就业影响的概要 

2002 年 公共管理 制造业 金融业 
科研技术和

信息软件 
交通运输 

批发零售和

住宿餐饮 
社会服务 

Z·高技能 -0.216 0.440 -0.002 0.791* 0.126 0.334 -0.028 

  (0.194) (0.344) (0.259) (0.458) (0.334) (0.294) (0.216) 

Z·低技能 0.089 0.474 0.097 0.604 -0.486 0.300 -0.056 

  (0.231) (0.338) (0.287) (0.408) (0.316) (0.217) (0.185) 

Z·FAI -0.018 0.005 0.446*** 0.012 -0.002 -0.002 -0.061*** 

  (0.031) (0.011) (0.115) (0.009) (0.004) (0.016) (0.022) 

Z·高技能·FAI 0.030 -0.018 -0.187 -0.029** 0.000 -0.037 0.003 

  (0.027) (0.016) (0.125) (0.013) (0.006) (0.024) (0.019) 

Z·低技能·FAI 0.010 -0.026* 0.030 -0.010 0.009 -0.020 -0.031* 

  (0.033) (0.015) (0.132) (0.009) (0.005) (0.018) (0.018) 

观测样本数 14 211 14 211 14 211 13,320 14 211 14 211 14 211 

2007 年               

Z·高技能 0.327* 0.181 -0.179 0.299 0.447* -0.170 -0.101 

  (0.180) (0.172) (0.224) (0.349) (0.266) (0.176) (0.205) 

Z·低技能 0.231 -0.043 -0.056 -0.621 0.250 -0.256 0.029 

  (0.255) (0.174) (0.302) (0.445) (0.246) (0.156) (0.186) 

Z·FAI 0.048*** 0.001 -0.077 -0.006 0.000 -0.005* 0.003 

  (0.015) (0.001) (0.069) (0.007) (0.002) (0.003) (0.004) 

Z·高技能·FAI -0.023* -0.001 0.041 -0.006 -0.003* 0.003 0.003 

  (0.013) (0.001) (0.063) (0.007) (0.002) (0.003) (0.004) 

Z·低技能·FAI -0.016 -0.000 0.061 0.015* -0.001 0.002 0.004 

  (0.020) (0.002) (0.082) (0.009) (0.002) (0.003) (0.004) 

观测样本数 17 705 17 705 16 449 17 705 17 705 17 705 17 705 

2013 年               

Z·高技能 -0.115 0.395* 0.337 -0.137 -0.851*** -0.111 0.069 

  (0.194) (0.217) (0.258) (0.318) (0.319) (0.179) (0.174) 

Z·低技能 0.718*** 0.339* 0.622* -0.753** -0.300 -0.447*** -0.283* 

  (0.253) (0.196) (0.373) (0.377) (0.254) (0.159) (0.155) 

Z·FAI 0.017** 0.002** 0.008 -0.003 -0.001* -0.004*** 0.001 

  (0.007) (0.001) (0.013) (0.004) (0.001) (0.001) (0.001) 

Z·高技能·FAI 0.001 -0.001 -0.016 -0.002 0.002** 0.000 -0.000 

  (0.006) (0.001) (0.013) (0.005) (0.001) (0.001) (0.001) 

Z·低技能·FAI -0.015* -0.001 -0.087*** 0.006 0.001 0.003** 0.001 

  (0.009) (0.001) (0.024) (0.005) (0.001) (0.001) (0.001) 

观测样本数 12 045 12 045 11 334 12 045 12 045 12 045 12 045 

七、对主要发现的解读和政策启示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一直受到学界和政策

制定者关注。本文通过对全国代表性大样本数据的检验分析了 2002 到 2013 年不

同行业资本与不同技能劳动力的投入变化，考察了中国各行业生产方式的调整过

程，并识别了行业发展引致的就业结构转型特点。这些结果为描述中国产业转型

升级的现状提供了大量丰富细致的证据，为应对产业转型和就业结构调整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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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依据。本文的分析得到以下三点推断： 

第一，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保障就业需要依靠产业

转型升级。从现实来看，中国各行业资本深化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不可

避免地出现了就业机会萎缩及失业上升问题。应对这一情况，可行的方法是通过

改善产品质量、拓展生产任务区间、增加产品附加值等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过

程中资本与就业之间的替代关系显著减弱。制造业是中国最大的工业部门以及就

业第一大行业，存在固定资产投资深化替代就业的现象，但在考察期内这种替代

效应逐渐减弱，资本对劳动的替代难度逐渐提高。这一方面意味着人工成本上升

会迅速地反映到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上，削弱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另一方

面意味着通过增加人均资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潜力降低。与此同时，制造业投资

深化没有伴随着高技能劳动力的更多投入，由些可以推断生产过程中的技术、研

发工作并没有显著增加。要想持续提高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减缓制造业向外分流

就业的趋势，就必须努力提高制造业产品品质、拓展其任务区间、提高低技能劳

动力在制造业的生产率。 

第二，制造业部门就业占比的下降客观上要求服务业吸纳制造业部门分流出

的劳动力，同时不断提高自身劳动生产率以保障整体劳动生产率从而保障经济增

长。从数据来看，中国服务业多个行业在 2002 到 2007 年迅速发展，就业岗位逐

年增加；2007 到 2013 年就业规模逐渐趋于稳定，仅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继续

扩张。在这一过程中，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较复杂。一方面，科研技术、信息

软件和金融业等相对高端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但是就业规模有限，很难对

提高整体劳动生产率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近年来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发展

为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的扩张带来契机，技术升级使得这一行业的低技能劳动

力生产率不断提高。对于整个经济而言，借助数字经济发展的优势，大力发展批

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搭建中低技能劳动力再就业的平台，是提高低技能劳动生

产率的有效方式。 

第三，人工成本上升挤压了制造业就业岗位数量，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制造业

产业结构升级。2013 年，在提高了最低工资的地区，投资对于劳动的替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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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弱，且对于高技能劳动的需求提高，对于低技能的需求未受显著影响，反映出

这些地区的制造业经过淘汰和重新洗牌后整体上表现出了升级特点。除制造业之

外，服务业的就业需求也受到人工成本上升的影响。2013 年在提高最低工资的

地区，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社会服务业等传统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下降。

抑制最低工资标准过快增长、提高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改善公共就业服务都是短

时期内控制社会集中转型成本的政策，加强教育与培训、提高在岗工人生产率、

改善再就业能力、减小新增低技能劳动力，才是更为根本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

就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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